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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　　要 ] 中国古典“风教”思想以自然之风喻政教之化，强调王者以德化民、移风易俗。风

教思想与风俗观念关系紧密，一地风俗由自然与政教共同塑造，王者之德如风之偃

草，能潜移默化、改变民情。“风教”思想不仅重视自上而下的教化，还通过礼乐制度、

采诗观风、巡守赏罚等方式，实现政教与民俗的双向互动。同时，良好的风教追求

“大一统”格局下的多元共存，其精髓在于“中”“正”而不在“齐”“同”。中国古

典“风教”思想主张尊重地方民俗、因地制宜施行教化，在自然与政教、普遍与特

殊的不断平衡中，塑造着中华文明的“多元一体”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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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常  达

中国古典“风教”思想探源

教化是传统中国思想的关键概念之一。无

论是五帝三王的圣王传统、晚周时期的诸子百

家还是秦汉以后的王朝政治，施行良好教化一

直是各种制度、思想与文化的主要目的。在古

代关于教化的文本中，“风政”“风教”等形容

又是极具特色的表达，如《晋书》云 ：“祯祥显

应，风教肃清，天人之功成矣，霸王之业大矣。”[1] 

《宋书》亦言 ：“万邦风政，人治之本。”[2] 古人

用“风”来比喻王者的政教，既有其生动的自

然宇宙观背景，亦展现出希图政教推行于天下

的普遍愿望。从历史上看，以“风”比喻政教

的传统出自晚周，至汉代而盛行，其背后蕴含

着彼时人们对古典政教特征的独特理解。因此，

本文以先秦两汉文本为主要对象，以期从源头

处勾勒出中国古典风教思想的产生背景、具体

指向与基本精神。

一、从“风俗”到“风教”

“风教”的说法源于古人对于“风俗”的理

解。在战国秦汉的思想世界中，风、云、雨等

自然现象皆源于“气”的变化与作用。地气上

升至天空，接触到高山上的岩石，“触石而出，

肤寸而合”，形成云朵，再产生降雨。也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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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一片大地上的水土，皆由一方“地气”所

决定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依靠土地而生，

取得基本的生活资料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 ：“凡

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

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。”[3] 正如常言所谓“一

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不同地区的民众因各自所处

“地气”不同，其生活习惯、性情好恶皆有差异，

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地风俗的鲜明体现。

不过，一地之风俗的形成并不仅仅来源于

“风气”，同时还会受到统治者的影响。南朝梁

代皇侃解释《论语》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”

一句云 ：“君子，人君。小人，民下也。言人君

所行，其德如风也 ；民下所行，其事如草。……

言君如风，民如草，草上加风，则草必卧。东

西随风，如民从君也。”[4] 民众的行为受到君主

的影响，二者的关系如同风与草。以之类比，

君主亦如自然中的山川，或直接或间接地塑造

着民众的性情。君主之好恶、取舍与动静，一

方面展现为个体的言行，另一方面则显示为具

体的政治制度。周平王东迁后，礼崩乐坏，诸

侯国的君主依各自好恶行事，《诗序》遂有“国

异政，家殊俗”的说法。西汉经师匡衡总结说 ：

“郑伯好勇，而国人暴虎 ；秦穆贵信，而士多从

死 ；陈夫人好巫，而民淫祀 ；晋侯好俭，而民

畜聚。”[5] 如果一国之君的嗜好有善有恶，那么

其治理下的国人也随之欲求不一，形成了不同

的“民俗”。

由此可见，一地之风俗实际上具有自然与

政教两个成因，“风俗”一词包含自然之“风气”

与政教之“民俗”。不过，自然世界中的山川水

土更具有稳定性，政教则因人而异、因时而变。

汉代王充在《论衡·率性》篇中说 ：“凡含血气

者，教之所以异化也。”[6] 凡由血气所生之人都

能因教化而改变，这充分说明政教塑造风俗的

力量。那么，为何会有以“风”喻教的说法呢？

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。

一方面是侧重自然之风展现出的天道与天

时，并在天人关系的视野中强调王者施教时应

顺应天道。战国秦汉时期通行“八风”之说，

《白虎通》释云 ：“风者，何谓也？风之为言萌

也。养物成功，所以象八卦。阳立于五，极于

九。五九四十五，日变，变以为风，阴合阳以

生风也。”[7] 风使万物萌动，有生养万物之功。

《白虎通》以《易》之八卦为例，说明一年中每

四十五日阴阳二气搭配不同，由此产生不同种

类的“八风”。八风之冷暖代表了季节的变化，

每一种风的到来，意味着万物状态有所改变，

故而“王者承顺之”，在为政时也要符合每种风

的特征。例如，“条风至，则出轻刑，解稽留”[8]，

“条风”在冬至、立春之间，万物尚处于保存、

生养的状态，王者应当减轻刑罚。又如，“景风

至，则爵有德，封有功”[9]，“景风”为夏至之风，

阳气最盛，象征王者德性最为充沛之时，故而

应封建诸侯有功之人。因此，“八风”说明王者

之政应当合于天气的流动，如若施政良善，其

效果便会如风“养物”一般，故有“风教”“风

政”之说。

另一方面是侧重风对万物的鼓动、感应之

效，以此比拟教化对风俗人心的普遍影响。最

早明确将“风”与“教”联系起来叙述的是《诗

序》，其言 ：“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

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风，风也，教也。

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”[10]《诗经》有风、雅、

颂三大类，其中以“风”为首。风即国风，记

载的是诸侯政教。诸侯施教于上，民众皆有所应，

正如风吹而草偃。《诗序》又言 ：“诗者，志之

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[11] 民众感怀

君主之风，言说君主政教之情，史臣记录下来，

便构成了不同诸侯国之“风”。“风”同时也体

现了圣贤之治道的流布与传承，如《关雎》主

要歌颂文王后妃之德，是周文王“正夫妇”之

道的体现。周家以此诗教化王畿之臣民，再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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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侯教于其国之臣民。于是，从天子到庶人皆

知夫妇之正道，文王之政教行于天下。《诗序》

言“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

移风俗”[12]，此为“风天下”之始，也即教化

之始。

《关雎》作为一首描写周王室家内之事的诗

歌，何以能成为教化之始？据《韩诗外传》记

载，孔子曾对其弟子子夏言道 ：“大哉《关雎》

之道也，万物之所系，群生之所悬命也。……

天地之间，生民之属，王道之原，不外此矣。”[13]

一言以蔽之，《关雎》的教化地位，就在于夫妇

之伦背后的“生民”之义。虽然《关雎》本身

以后妃之德所代表的夫妇之家为中心，但孔子

却将其定位为“万物之所系，群生之所悬命”，

这表明在孔子眼中，《关雎》一诗体现出的“生

民”并不是单纯描述家族内部的繁衍不息，而

是在更宏观的意义上解释了人类文明之所以存

续的动因。《易·序卦》对人伦的诞生与文明的

起源有一经典论述 ：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

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

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

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。”[14] 没有男女

结合为夫妇，便不会有子女的问世，更遑论父

子与君臣。因此从开端上讲，夫妇之伦堪为人

伦之始。在《韩诗外传》中，子夏听完孔子之

言后感叹 ：“大哉《关雎》，乃天地之基也。”[15]

《关雎》之所以能为“天地之基”，正是在生成

的意义上成立的，这种“生成性”既包括天地

万物的自然生成，也包含了从夫妇、父子、君

臣中衍生出的礼义、亲尊等伦理德性。汉元帝

时，匡衡被举荐入朝为官，便常常援引《诗经》

来议论政治得失。他说 ：“臣又闻之师曰 ：‘妃

匹之际，生民之始，万福之原。’婚姻之礼正，

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孔子论《诗》以《关睢》

为始，言太上者民之父母，后夫人之行不侔乎

天地，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。……

此纲纪之首，王教之端也。”[16] 匡衡所言“生

民之始，万福之原”，与孔子的“生民之属，王

道之原”如出一辙。天地有生生之大德，而“生民”

作为生生之德在人伦上的显现，必然需要以夫

妇为始进行展开，并以此为起点，不断推扩至

众生与万物。正因如此，由夫妇之伦衍生出的、

以父母与子女为核心构成的“家”，才在天地生

民的过程中显得格外重要，并成为“纲纪之首”

与“王教之端”。

自《国风》之首《关雎》蕴含的人伦之道始，

天子政教经王畿推扩至天下，代表了儒家典型

的王道秩序。在《诗经》中，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

象征着周天子之政教推行于天下的过程。汉代

郑玄注“雅”“颂”云 ：“雅，正也，言今之正者，

以为后世法。”“颂之言诵也，容也，诵今之德，

广以美之。”[17]《诗经》中的《小雅》《大雅》，

皆是周文王、武王治理周家、邦国、天下的记录，

其典范意义足以为后世王者法则。《诗经》中的

《周颂》则是周公致太平后的史诗，记录了周室

太平德洽的美好政教。可以看到，从“风”至

“雅”再至“颂”的太平图景，正体现出自“家”

而至“天下”的普遍政教 ：王者以“风”为始，

正人情以兴政教 ；以“雅”为继，齐邦国以教

天下 ；以“颂”为终，化天下以致太平。

二、以教化俗

在理解“风教”观念的起源与背景后，我

们再来看其在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的具体指向。

毫无疑问，施行教化最终是为了移风易俗，而

这一过程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。鉴于

此，我们仍主要从风教思想的源头——《诗经》

学的视域着手展开论述。

上节提到，一地之风俗会受到一国之君政

教的影响。由于各国诸侯封地各异、风气固殊，

其君好恶又皆不相同，各地风俗必然会良莠不



古代治国理政思想

· 101 ·

齐。举例而言，“故唐有尧之遗风，魏有俭约之

化”[18]，唐、魏之国曾是尧、舜、禹等帝王所

居之地，其民广受舜之亲耕、禹之尽力于沟洫

的教化，仍存有俭约之风。但是，周家太平之后，

两国国君过于俭朴，以至于“俭啬褊急”而“俭

不中礼”，祭祀贡奉不足，失礼之甚。在《诗经》

中，《魏风·葛屦》《唐风·蟋蟀》两首诗歌皆

以此讥刺两国过于吝啬的风俗。各国民众随国

君之好恶，其人情皆变，风俗各异，遂有“变风”

之诗，以至于形成了晚周“礼崩乐坏”的局面。

对此，《诗序》总结道 ：“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

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

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

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。达于事变，而怀其旧俗

者也。”[19] 那么，面对“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

家殊俗”的局面，天子作为“威加四海，齐正

万方”[20] 的天下共主，改易天下风俗并使其归

于正，就是天子必然的使命。所谓“一国之事

为风，天下之事为雅”[21]，天子整齐各国风俗，

此之谓“移风易俗”。

不过，天子虽然在名义上富有天下，其实

际的直接治理范围却仅限于王畿之地。如何在

这片有限的空间中改易天下各地的风俗？对此，

匡衡的一段话可以带来启发 ：“臣闻教化之流，

非家至而人说之也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布职，朝

廷崇礼，百僚敬让。道德之行，由内及外，自

近者始，然后民知所法，迁善日进而不自知。”[22]

天子的教化，并不是亲自到天下人面前言说布

道，而是依凭自身之德，辅以贤能之士，自近

而远，逐渐影响到亲族、臣民，使天下人感于

教化而不自知。具体来讲，一方面需要修身而

厚施，使言行均合于法度 ；另一方面建立良善

的制度，如轻徭薄赋、修筑城郭、建设学校等。

如此一来，民众便知常法，生活富足且知晓礼

义。此外，儒家还特别重视“乐教”的功能。《孝

经》载孔子曰 ：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[23]《礼

记·乐记》云 ：“乐也者，圣人之所乐也，而可

以善民心。其感人深，其移风易俗，故先王著

其教焉。”[24] 乐之所以能够“移风易俗”，在本

质上是圣人之教感动人心的结果。在《仪礼》

中，记载着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，有着“乃合

乐 ：《周南·关雎》”[25] 之举，又载诸侯燕饮臣

子与宾客时，亦有“遂歌乡乐，《周南·关雎》”[26]

的礼节。这些均可说明，《关雎》作为乐诗，是

王者之风的体现，在邦国、乡人之间广为吟诵。

如此，天子的教化润物细无声，是最高层级的“风

教”，匡衡称之为“教化之原本，风俗之枢机”。

天子以教化俗，其目的是实现天下风俗的

和正。诸侯国的风俗可以各异，但对于天子而言，

天下的风俗正是诸侯国风俗的共同状况，不可

善恶并存。天子之风需要达到的效果也因此与

诸侯不同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 ：“孔子曰 ：‘移

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’言圣王在上，统理人伦，

必移其本，而易其末，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，

然后王教成也。”[27] 对于天子、圣王而言，天

下风俗必须至于“中和”的境地，才可以宣告

教化功成。此处的“乐”即是《诗经》中的《雅》

乐，作为天子圣王政教之《雅》，具有“移风易

俗”的功效。东汉应劭在《风俗通义》中亦认为，

无论是自然之“风”还是政教之“俗”，都有“或

直或邪，或善或淫”[28] 之别，圣人必须“作而

均齐之”，使之归于“正”。

三、以俗观风

以教化俗虽然是上行下效的过程，但并不

意味着民俗只是一味地被塑造。实际上，在中

国古典的风教思想中，还存在着明确的上下相

通的面向，也就是以俗观风的可能性。《礼记·经

解》开篇便言 ：“孔子曰 ：‘入其国，其教可知

也。’”[29] 接着，《经解》分别从 “六经”之教出发，

对其分别对应的风俗特征进行了概括 ：《诗》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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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温柔敦厚”、《书》教“疏通知远”、《乐》教“广

博易良”、《易》教“絜静精微”、《礼》教“恭

俭庄敬”、《春秋》教“属辞比事”。如果以此“六经”

施教不当，也会起到反面效果，如“《诗》之失愚，

《书》之失诬，《乐》之失奢，《易》之失贼，《礼》

之失烦，《春秋》之失乱”[30]。这充分说明，通

过观一国一家之俗，便可知天下之教有道无道，

这就反过来对政教的施行产生了约束、警醒乃

至匡正的作用。

对于王者、天子而言，知晓天下各国之风

俗的渠道有多种方式。首先，从乐诗的角度来

看，与采诗官这一职业以及“诗言志”的性质

有关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 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

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[31]《食

货志》详言道 ：“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将散，行人

振木铎徇于路，以采诗，献之大师，比其音律，

以闻于天子。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。”[32]

采诗官的职责是广泛搜集民间诗歌，而这些诗

歌反映了民心的喜怒好恶，从中可以判断王道

之兴衰。因此，《诗序》云 ：“治世之音，安以乐，

其政和。乱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国之音，

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”[33]《诗经》也以治世、衰世

之别，分出了正风、正雅与变风、变雅。 

其次，除了这种“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”

的方式以外，经典中的巡守制度也可以承担此

功能。《尚书·舜典》载舜巡守四方诸侯 ：“岁

二月东巡守，至于岱宗，柴。望秩于山川，肆

觐东后。协时月，正日，同律度量衡。修五礼、

五玉、三帛、二生、一死，贽。如五器，卒乃

复。”[34] 舜考察诸侯为政，最重要的内容便是“同

律度量衡”，音律是制定一切制度的标准，各地

礼器用度存在差异，但制器标准不可私拟。又《礼

记·王制》云 ：“岁二月，东巡守，至于岱宗柴

而望祀山川，觐诸侯，问百年者就见之。命大

师陈诗，以观民风 ；命市纳贾，以观民之所好

恶，志淫好辟 ；命典礼考时月，定日，同律，

礼乐制度衣服正之。”[35] 除了器物制度的考核，

天子还要询问当地耆老，让太师收集“民风”、

呈上民众喜爱购买的货物，这些皆是地方风俗

的范畴。因此，天子巡守时，还能够通过考察

诸侯的制度以及民众的生活状况，获知民间的

风俗。

在巡守的过程中，天子政教与诸侯风俗上

下交通。诸侯之风俗通过歌谣上达于天子，天

子根据太师所采之风，得以“以俗观风”，对四

方诸侯的政教进行勘正。《王制》云 ：“山川神

祇有不举者为不敬，不敬者君削以地 ；宗庙有

不顺者为不孝，不孝者君绌以爵 ；变礼易乐者

为不从，不从者君流 ；革制度衣服者为畔，畔

者君讨 ；有功德于民者，加地进律。”[36] 也就

是说，诸侯若不祭祀土地、先祖，礼乐制度不

按照天子颁布的法令执行，都会被施以相应的

惩罚，小至削地绌爵、大至流放诛杀。可以想

见，或许诸侯在巡守时会竭力隐瞒其不敬、不

孝、不从之处，而太师采集的民风，才是更为

真实的“风俗”，可以如实反映诸侯政教的善恶。

因此，有罚亦有赏，若诸侯政教有功德，民风

淳厚，天子也会通过增加封地、礼器等方式进

行赏赐。倘若诸侯各国均能做到风俗醇正，此

即为“太平”。那么，达致太平的巡守便衍化为

“封禅”，唐代孔颖达说 ：“其封禅者，必因巡守，

大平乃始为之。”[37] 封禅与巡守在仪制上类似，

区别在于巡守主要考察天下风俗，封禅则是在

天下太平后告天成功。因此，以整合风俗的巡

守制度为背景，天子面对天下多元风俗的政教，

最终需要达至的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理

想——太平。

四、多元一体

在中国古典的风教传统中，始终蕴含着一

种基本精神，即为多元一体。析言之，也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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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异性与统一性的平衡。前文已言，各地因风

土有异、教化不同而产生各色风俗，说明天下

人的生活方式本是多元的 ；同时，天下的礼乐

政教皆自天子出，又天然要求“混同天下一之

乎中和”，说明天子之教具有普遍一体的特征。

在《春秋公羊传》中，天下秩序的一统由王者

历法之“正月”为系，天子风教改易各地风俗

的过程，便是完成“大一统”政教格局的过程，

其“移风易俗”的目的也是要达成“大一统”。

在“大一统”的意义上讲，天子风教可看

作对天下差异风俗的整合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圣

王在上，统理人伦，必移其本，而易其末”[38]，

《风俗通义》“圣人作而均齐之，咸归于正”[39]

皆是此意。那么，这是否意味着经由天子“移

风易俗”后，诸侯国治下各地的多元化风俗全

部消失，尽归于天子风教之俗呢？我们还是从

自然与政教两方面来理解。

首先是自然。对此，《礼记·王制》中有一

段非常重要的论述 ：“广谷大川异制，民生其

间者异俗，刚柔、轻重、迟速异齐，五味异和，

器械异制，衣服异宜。修其教，不易其俗 ；齐

其政，不易其宜。中国戎夷五方之民，皆有性

也，不可推移。”[40] 这段文字强调了“广谷大

川”所塑造的自然风俗的独特性与稳定性。人

类生活于大地之上，总有不可更改的品性之异，

这又会形成生活方式上的差异。对于天子而言，

对待不同区域的自然之俗，应保持“修其教，

不易其俗 ；齐其政，不易其宜”的原则。如果

某地的政教出现问题，天子要在巡守知晓后，

修之齐之 ；相反，若某地之政教无过，天子亦

毋须改易当地的生活方式。在《王制》的语境

中，中国与蛮夷戎狄等地区的生活习俗截然不

同，因此正确的方式并不是强行使戎夷的风俗

与中国之民相同，而是应当让他们在各自水土

之上安居乐业。不过，尊重当地风俗、因地制

宜，并不意味着放弃教化。政教的手段虽有限

度，但其“风”“化”的力量却无远弗届。无论

是“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”[41]，还是

“礼闻来学，不闻往教”[42]，都体现出这一点。

据《尚书大传》载，在遥远的交趾之南有越裳

国，听闻“周公居摄六年，制礼作乐，天下和

平”，于是“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，曰 ：‘道路

悠远，山川阻深，音使不通，故重译而朝。’”[43]

可见，周公致太平之佳话广为流传，越裳国国

君甚至派出使者前赴后继以归附周家。周天子

的政教从未施加于交趾之南，其德却可以超越

地理的范围而影响千里之外的民众，这就是“风

教”润物细无声的作用。从这一角度讲，对于

远方的民众而言，或许“不易其俗”才正是吸

引其主动归于天子政教的重要条件。

其次是政教。《礼记·曲礼》有言 ：“君子

行礼，不求变俗。祭祀之礼，居丧之服，哭泣

之位，皆如其国之故，谨修其法而审行之。”[44]

此处的“君子”有人臣、人君两种理解方式，

若是前者，那么所指的是臣子出行于他国，仍

需行本国礼法，以示不忘本 ；若是后者，所指

的便是君主在施行教化时应当尊重当地旧俗，

“如其国之故”“谨修其法”。郑玄便取后者，他

举《左传》定公四年所载周公封康叔于殷虚、“启

以商政”，封唐叔于夏虚、“启以夏政”的例子，

指出周公在殷虚行商政、在夏虚行夏政的做法

正符合“君子行礼，不求变俗”之意。顺理成

章地，他将“法”解释为“其先祖之制度”[45]，

也就是说，周公顺应的本俗并非殷虚、夏虚的

自然风土之俗，而是沿袭自夏、殷二代的礼仪

法度，如祭祀、居丧、冠昏之礼等。这意味着，

这些政教制度已然“化风为俗”，融入民众的生

活方式之中。同时也应看到，《曲礼》所言的是

“不求变俗”，而非“不变俗”，“不求”即“不务”，

指不必要、不必须之义。实际上，《曲礼》后文

又言“去国三世，爵禄无列于朝，出入无诏于

国。唯兴之日，从新国之法”[46]，这也为“化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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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可能留下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。

从以上两例可见，不可移易之风俗的存在，

表明“大一统”的政教格局并不是强行抹杀差

异的同一体，而是在最大程度上葆有多元性的

存异体 ；同样，以教化俗虽然不可务求，但多

元之俗却始终存在着被风教感化的可能性，这

种可能性既出于施教者本身的道德感染力，也

出于潜在的受教者发自内心的人性本能。因此，

真正良善之风教实际要达成的是“中”“正”，

而非“齐”“同”，这也对作为风教之所出的最

高统治者的德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，非圣者不

可为之。

五、结语
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简要梳理了中国古典

“风教”思想的渊源与内涵，并揭示出其作为传

统政治核心观念之一的基本精神。“风教”思想

根源于自然宇宙观与政治伦理的类比与交融，

它将自然之“风”的流动、感通与化育之特性

与政教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联系起来，形成了“上

行下效”的教化方式。它既承认地域性风俗的

差异性，又强调王者应通过道德感召与制度建

构实现移风易俗的政教目标。这一过程并非强

制同化，而是“以教化俗”与“以俗观风”之

间的双向互动。在此基础上，“风教”的终极理

想是在“大一统”框架下追求“修其教不易其俗”

的多元一体格局，最终通向太平之治。它试图

在自然与人文、统一与多元、政教与民俗之间

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，其对于差异性的尊重与

对教化普遍性的追求，至今仍能够为我们理解

国家与社会治理带来启发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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